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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干校文化”
 

陈　辽

(江苏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2)

摘　要:对“干校文化”兴起的由来 、内容作了历史的回顾与理论的阐述, 重点分析了干校学员五种文化心态, 最后

从国民性的负面上探求了“五七干校”何以能存的原因, 较系统地回答了“干校文化”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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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有个咸宁, 那里有个云梦泽(现为向阳

湖) 。1969年, 文化部系统和中国文联 、中国作家

协会等单位 6 000余名干部被下放到咸宁“五七”

干校 。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干校(后来江西“五七”

干校比它更大) 。“文革”后, 咸宁“五七”干校出了

名,因为咸宁又出了个李城外其人 。他把咸宁“五

七”干校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 访问当时下放

到这里的知名人士;约请曾经在干校生活过的人撰

写文章;编辑了《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 ;

撰写了《向阳湖文化人采风》 ;主编了《向阳湖文化

报》 ;于是,咸宁干校旧址被列入湖北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中国文化中又列入了“干校文化”这个名

目。但是,什么是干校文化,它的内容包含了什么 ?

在干校的学员中有哪些文化心态? 通过干校文化

和干校学员中的文化心态,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

题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却远不是进过“五七”干校

的人都已经认知清楚的。因此对“干校文化”有必

要一论。

一 、什么是干校文化,它的内容包含了什么?

1966年5月 7日,毛泽东主席在看了军委总后

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

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提出了下述意见:军队 、工人 、

农民 、学生 、商业 、服务行业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

有条件的, 都要学军 、学工 、学农 、学本专业 、学政

治 、学文化, 都要批判资产阶级, 都要办成“一个这

样的大学校” 。这些意见, 是就某一报告发表的原

则性的感言,并不是真的要军队 、工人 、农民 、学生 、

商业 、服务行业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去办各种各

样的具体的大学校 。不料, 林彪一伙就此大作文

章, 说成是“光辉的`五七' 指示”, 它“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新高

峰,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

本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 、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宏伟纲领。”把一封普通的信, 提到无与伦比的高

度。及至后来出现了“四人帮”,林彪与之既矛盾又

勾结,他们于 1968年起全面落实所谓“五七指示”,

从此, 各省 、市 、自治区 、各行业, 办“五七干校”成

风, 以致地区 、市 、县也办起了“五七干校” 。当时,

我国的各级干部约一千万人,进“五七干校”的少说

也在五百万人以上 。这五百多万人集中在“五七干

校”, 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 先知先觉的人们称之为“干校文

化” 。这就是“干校文化”的由来。

“干校文化”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林彪 、“四人

帮”办“五七干校”, 首先是把干部 、知识分子作为不

可信任 、不可依靠的整体来惩罚的 。所以,进了干

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都得要过劳动关 。无分老

少,无分弱 、残 、疾病,都得参加艰苦的劳动 。干打

垒盖房子的, 养猪的,放羊的,放鸭子的,搞运输的,

开荒的, 种菜的,栽秧的,种麦子的,养蚕的(这已经

算轻劳动) ……都得叫干部和知识分子干。而且不

是小干,而是大干, 没命的干, 一天劳动下来, 累得

连上床前洗个脚都顾不上只想睡觉了。但如果光

是劳动,干部和知识分子经过一段时间锻炼, 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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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勉强适应的。然而,林彪 、“四人帮”办“五七

干校”的目的,主要是搞“斗 、批 、改”,即斗争“走资

派”, 斗争“八种人”和臭老九;批判资产阶级, 批判

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否定一切,而后建立各种各样

的“新生事物”, 即所谓“改” 。于是, 进入“五七干

校”的人, 不只是参加劳动,而且还要参加没完没了

的“斗 、批 、改”,甚至在田间 、地头开斗争会。被斗

的人固然被斗得筋疲力尽, 神经错乱, 就是斗别人

的革命群众也不胜其负担。只有绝少数“造反派”

领导人和军宣队领导人才得其所哉地琢磨一切,策

划一切,算计一切,有的是时间,享受的是战斗后的

休息 。特别是到了 20世纪 70年代初, 林彪 、“四人

帮”又大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大搞逼供信,把人

斗得昏天黑地。这是各个干校都在劫难逃的 。天

天出操 、跑步, 搞军训;背语录;接受工人和贫下中

农再教育,搞一套所谓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有人

说, “五七干校”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炼狱”, 是“文

革”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点也不夸大。

但是,列宁的两种文化学说,同样适用于“干校

文化” 。即在“干校文化”中既有封建的 、专制主义

的 、反人性的文化,也有对抗这种文化的自觉的 、正

气的 、呼唤民主的文化,要求早日结束干校 、否定文

化大革命的文化 。即使受到痛苦的磨难,意志更坚

定,理想更明确,思想更成熟, 人格更高尚。干校文

化中的后一种文化, 随着林彪的叛逃 、摔死,擦亮了

人们的眼睛而加快发展 。没多久, 林彪事件公布
后,各种“五七干校”也终于宣告结束其历史性的闹

剧而纷纷停办。干校文化乃成为一种值得反思的

文化现象。自然, 干校文化中的两种文化, 绝非那

么单一,其中还包含着一些过渡性的形态, 这和干

校学员中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关 。

二 、具体分析干校学员中不同的文化心态

“五七”干校中的绝少数人,掌握着对干校学员

命运生杀予夺的权力 。他们视干校为自己发迹上

升的基地,因此把干校说成是好得不得了的毛泽东

思想大学校 。江苏“五七”干校里有个军宣队的领

导人, 原是营级参谋。到干校后领导“斗批改”,狠

抓“五一六”,立了大功 。干校结束后论功行赏,竟

升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回到部队提升为

师级干部。像这样的人, 他会说干校不好吗? “五

七”干校就是好,就是好, 这就是他们的文化心态。

在干校深受其迫害的一部分觉悟了的干部和

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则可以萧乾 、张光年 、洁泯 、

张惠卿 、阎纲等同志为代表 。萧乾说:办“五七”干

校的用意在于:“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

建筑中赶出去, 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

张光年说,咸宁干校的特点是:“`知识分子成堆' ,

那还得了 ?那当然是可怕 、可恨 、可鄙而又可怜的

了。”洁泯在《咸宁干校记什》一文中, “全面地反映

了干校的严酷生活, 下湖劳动的苦况,人如蝼蚁一

般地死去,有些管教人员横暴和道德败坏。”(参见

戴文葆《怅望向阳湖》一文)阎纲说:“应该面对事

实, 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管制所 。”陈原

说:“一口气读完(陈白尘的) 《牛棚日记》 。它仿佛

让我重游了一次`炼狱' ,它带领我回到那十年———

知识分子乃至各阶层的人民受难的那十年 。” (陈

原:《读<牛棚日记>》)这是在干校中受到整治后

觉悟较快的一部分同志的文化心态。实事求是地

说, 有这样心态的人在干校中也是少数 。

大多数在“五七”干校的学员则处于从不觉悟

到觉悟的过渡型的文化心态:

其一,以为到干校, 是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去劳动锻炼, 改造思想。这可以郭小川去“五

七”干校后写的诗篇《赠友人》为例证:“此刻啊, /正

是继续走上征途的,/新的起点;”“我们能够,/能够

贡献自己的一切, /为了我们的毛主席, /为了毛主

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能够, /能够改造我们自己,/

成为毛主席的真正战士, /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员。”然而,即使像郭小川如此虔诚地愿意在干校里

劳动 、改造,却因在《长江边上`五七' 路》一诗中有

这么一句:“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这整个肌体
中的中心枢纽,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 ———北京街

头。”也被诬为“怀旧”,当作“不安心改造,幻想着回

北京”的“黑线回潮”思想而遭受批判(见崔道怡《国

庆中秋忆向阳》一文) 。

其二,是把干校当作避风港的文化心态 。这可

以谢永旺为代表。他说:“因为难以预测极`左' 路

线何时结束, 便打算日后在咸宁找一份适合自己干

的工作, 或以教书为主。”有这样文化心态的人数颇

多。谢永旺分析说:“走`五七' 道路, 有的服贴, 有

的反抗,有的真诚, 有的应付 。我看当时大多数人

是服贴改造的, 这不是进步而是退化,至少是观察

思考能力的退化。” (《“咸宁的一切使我终身难

忘” ———访原〈文艺报〉主编谢永旺》) ,存有这部分

心态的同志自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以后,都有不同

程度的觉悟, 对干校的评价有了很大改变。

其三,在干校心静如水,既不激动, 也不悲观,

极目蓝天白云, 对视绿水青山, 冷眼观察文革的发

展,这可以冰心为代表。在咸宁“五七”干校里, 以

冰心的年事为最高, 1970 年刚过, 她已是古稀之

年, 但她竟然也被下放到干校,与张光年 、张天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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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起,轮流看守菜地。她自己讲述了去干校途中

的情形:“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 、雨衣 、大衣都

套起穿在身上, 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

武昌走到咸宁, 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 作协来接

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无耻(齿)之人' ,

这又把我们逗笑了 。”寥寥九十多字就写出了未到

干校之前冰心等人所受到的折磨。到了干校,冰心

始终采取静观人世的态度 。持这种文化心态的也

不在少数(参见《一片冰心在向阳———拜望“文坛祖

母”谢冰心》和冰心《和郭小川一起到咸宁》两文) 。

其四,“身在向阳湖, 心系周总理。”持这一文化

心态的可以周巍峙为代表 。周巍峙是著名的音乐

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

鸭绿江……”歌曲的作者, “文革”前在文化部即是

司局级干部( “文革”后任文化部代部长) 。他在咸

宁“五七干校”里也备受迫害 。不能说周老在干校

里已经觉悟很高,他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政策落

实到自己身上, 特别是“心系周总理”, 希望周总理

真正有职有权, 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他“心系周总

理”是对的, 但在“文革”年代里指望周总理落实干

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 又是不切实际的 。事实上,

只有粉碎了“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

后,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才得到全面落实 。

其后,周巍峙已经认清了干校的本质。当李城外访

问他, 请他谈咸宁干校那一段生活时, 他发问道:

“你们现在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 出发点是什么 ?
是宣传向阳湖, 还是揭露`四人帮' ?”李城外回答:

“为的是`铭记历史, 弘扬文化' ,在宣传文化人的同

时,警醒大家吸取文革惨痛教训, 防止历史悲剧重

演。”周老才表示首肯,谈开了往事 。(见《春风曾度

向阳湖———访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类似周巍

峙文化心态的同志也不少 。他们在干校认真劳动,

认真检讨, “心系周总理”, 等待党的政策在自己身

上落实。

其五,也有很少数一部分同志,他们在干校“解

放”较早,干的劳动较轻微,离开了政治气氛压抑 、

沉闷 、缺少安全感的北京, 来到咸宁, 顿觉天地开

阔,因此对干校生活颇为习惯,在向阳湖写了不少

诗篇 。这可以臧克家为代表 。臧老在民主革命中

和“文革”前十七年写过不少优秀诗作, 也没有什么

历史问题, 又不是当权派, 所以较早就“解放”了 。

在干校里,他基本上是干些看菜地的轻活, 所以他

在返京后写下的“忆向阳”诗篇, 田园诗的风味十

足,和干校实际上的严酷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

就臧老本人而言, 他的感情是真实的, 但就揭示干

校的实质来说, 他这些诗是反真实的, 干校怎么可

能是诗中所描写的那么美好的田园呢 ?不过,不管

怎么说,臧老的文化心态对某些问题不大 、劳动负

担不重的干校学员来说也是有代表性的。臧老的

夫人郑曼同志对《忆向阳》这本诗集作了解释:“当

时我们的觉悟程度没有那么高,并没有觉得干校是

极左 。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抱着接受再教育 、

改造世界观的态度下去” ;“所以这些诗并不是作出

来的,确实是从心底流出来的 。”( 《九十依然忆向阳

———老诗翁臧克家访问记》)因此,这种文化心态的

产生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干校里的成员,具有如上不同的文化心

态,持前两种文化心态的都是少数,而大多数持的

是从不觉悟到觉悟的过渡型文化心态,所以干校才

办得下去 。若不是林彪摔死,“五七”干校很可能要

办到“四人帮”垮台才会结束 。这就引申出这样一

个大问题:为什么“五七”干校能在中国出现, 并持

续有数年之久,这在我国的国民性方面是否也有值

得深入反思的问题 。

三 、从国民性的负面上探求“五七干校”何以能

够存在的原因

“五七干校”以至“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在中

国办起来 、发动得起来,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小

农经济的广泛存在;农民意识的深入人心;专制主

义的传统长达两三千年 。这些,不光是这些,是“文

化大革命”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发动起来的根本原

因。在欧美现代国家,不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 。
即使在苏联,斯大林可以搞“肃反扩大化”, 但也搞

不起来“文化大革命” 。因为在苏联,还有一定的党

内民主。在布尔什维克多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上,列宁的发言常被反对声打断,有人大叫:“我不

同意 !”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

议上是不曾有过的。至于“五七干校”之所以能在

中国办起来, 而且只能在中国办起来, 除了“文化大

革命”这个大环境的外部原因外,还可以而且必须

在国民性的负面上找深层原因。

所谓“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几千

年的文化积累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的国民性格 。一

国的国民性, 既有正面 、光明面,也有负面 、阴暗面 。

鲁迅研究中国的国民性, 而且为改造国民性的负

面, 在创作中的杂文里进行了毕生的斗争。鲁迅认

为, 在中国的国民性中, 正面 、光明面是主要的。他

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道:“我们从古以

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

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

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 , 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

耀,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埋头苦干” 、“拼命硬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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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请命” 、“舍身求法” ……等等, 便是中国国民

性的正面 、光明面。中国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始终

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就因为有这些优质国民性

在,有“中国的脊梁”在。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又毫

不含糊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 、阴暗

面:如阿 Q主义 、“做稳了奴隶”便不思反抗, 宁做

太平犬,不作乱世人;事大主义;官本位;文牍主义;

等等 。这是鲁迅遗产中最有光彩 、最有社会价值的

部分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自新中国成立以后,

“国民性”这个词消失了,国民性中的负面 、阴暗面

不允许谈了,甚至在《辞源》、《辞海》等辞典里撤销

了“国民性”这个词条。似乎,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国民性的负面 、阴暗面便一下子消失了 。如此忽视

了与国民性中的负面 、阴暗面作斗争, 也就必然导

致其的恶性发展,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国

民性的负面 、阴暗面的大发作 、大展览。具体到干

校,干校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同志仍然

充当“中国的脊梁”, 坚持“埋头苦干” 、“拼命硬干” 、

“为民请命” 、“舍身求法”者外,多数同志却暴露了 、

发展了国民性中的负面 、阴暗面 。举其要者, 有以

下几点:

1.“天皇圣明” 。在封建社会里,不只是对那些

“明主” 、“好皇帝”,欢呼“天皇圣明”,就是对那些平

庸的皇帝 、昏君也仍然高呼“天皇圣明”, 从来不敢

或绝少有人敢于“逆鳞”, 批评君皇 。新中国建立,

毛泽东有大功劳 。但是新中国成立,是鸦片战争以
来一百多年间千万仁人志士抛头颅 、洒热血的结

果,是共产党成立以后经过曲折的发展终于找到了

正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

小平等)的结果,是亿万中国人民经过了“大革命” 、

“十年内战” 、“八年抗战” 、“三年解放战争”英勇斗

争的结果, 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毛泽东自

己也反对把功劳集中到他一个人头上) 。然而, “天

皇圣明”的国民性,却导致“个人崇拜”越来越发展,

以至对毛泽东说的一切,理解的执行, 不理解的也

要执行, 容不得半点怀疑, 更不容许有任何异议 。

“五七指示”肯定总后勤部的某些做法是正确的,但

不等于这些做法, 适用于全军 、适用于全党 、全国 、

全体工人 、农民 、各行各业 、全体干部和知识分子 。

但是,那时去干校的同志(我自己也一样)却以为毛

主席说的是绝对正确而坚信不疑, 欢欢喜喜地去干

校。这不是“天皇圣明”的国民性是什么 ?

2.“臣罪当诛” 。即认为干部 、知识分子的灵魂

生来是肮脏的, 必须“灵魂深处闹革命”, 来一个脱

胎换骨的改造。而这一点又与坚信毛泽东对知识

分子的评价绝对正确有联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他“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

和工人农民比较, 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 最干

净的还是工人农民, 尽管他们手是黑的, 脚上有牛

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

净。”此前,毛泽东于 1939年 11月 7日致周扬一信

中说:“农民, 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

……在当前, 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 。”(见《毛泽

东文艺论集》)从此, 知识分子灵魂肮脏 、农民革命

性强的观念就被奉为圭臬。其实,中国知识分子虽

有弱点, 但其优点是主要的;农民革命性强,但也有

不少弱点 。两者应当互补,而不是知识分子统统不

如农民, 向农民学习一切 。但一半“臣罪当诛”的国

民性与知识分子灵魂肮脏的观念相结合,便成了新

的“原罪”意识 。当时,的确有不少干部与知识分子

是带着“原罪”意识到“五七”干校去改造的。在此

情况下, 郭小川写诗歌颂“五七道路”并不奇怪。

3.等待恩赐的国民性。在我国, 无论是农民

还是知识分子都缺少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文

革”前,一听说搞“三不主义”(不抓辫子 、不戴帽子 、

不打棍子)了,“文革”后,一听说讲“三宽”(宽容 、宽

松 、宽厚)了, “文革”期间, 一听说要落实党的某项

政策了,就奔走相告, 高兴得不得了 。但如果听意

识形态领域要收紧, 又害怕得不得了,唯恐大祸临

头。1980年, 冯牧同志在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

年会上说:假如罗斯福 、里根把爱因斯坦 、基辛格找

到白宫, 对他俩说, 以后对你们知识分子实行“三不
主义”了, “三宽”了, 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 那么

爱因斯坦和基辛格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他们一

定会以为罗斯福 、里根得了精神病。谁要你实行

“三不主义”呢 ? 谁要你的“三宽”呢? 谁要你落实

知识分子政策呢? 知识分子是独立的群体,他们的

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是谁也不能侵犯的。但在“五

七干校”里, 干部和知识分子一心等待的却是“恩

赐” 。周巍峙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就是十分明

显的例子 。

4.“窝里斗”。中国人喜好“窝里斗”, 又是国民

性的一大负面和阴暗面。有人说, 在国外,一个中

国人与一个日本人斗,中国人胜。两个中国人与两

个日本人斗,胜负参半;而三个中国人与三个日本

人斗, 中国人就败了。为什么,当三个中国人在一

起时,就开始“窝里斗”了;而三个日本人在一起, 在

国外, 他们便消除私怨,团结起来对付中国人。这

种说法, 并不是全是笑话, 而是反映了部分实情 。

在干校里,为什么“斗批改”搞得起来, 为什么抓“五

一六”抓得起来,因为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存在有

“窝里斗”的国民性 。只要我今天还是“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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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斗你这个“走资派”;只要我今天还是革命路线

的执行者,我就参加揪你这个“五一六” 。所以斗争

会上口号声一片,斗“走资派”时一个个上台发言;

在揪“五一六”的小组 、大组会上, 人们更是一个个

认真分析,对你发动心理攻势,因为我还是“革命群

众”, 还是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及至后来,“造反派”

也挨斗了, “革命群众”也成了“五一六”了, 方才觉

悟自己的可悲可笑。但在自己被挨批 、挨斗前,还

是批斗别人不误 。

自然,光是国民性存在有负面 、阴暗面,还不足

以办成“五七干校”,还不足以发动“文化大革命” 。

“五七干校”办得成, “文化大革命”发动得起来,还

和知识分子的失去“自由职业”身有关。本来,知识

分子全都是自由职业者 。我父亲只是个农村小学

教员,参加革命填表时, “出身”这一栏仍填为“自由

职业” 。但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先是把国民党政府

里的官员接过来,成为干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 ,

这些人丧失了“自由职业”身。以后高校调整,所有

高校,不管是私立的高校,教会办的高校,我们接管

的高校,全体教职员都成了干部,他们又失去了“自

由职业”身 。接着, 所有中小学的教职员工, 也从

“自由职业”变成了国家干部。再往后, 所有公私立

医院 、门诊部 、个体医生,也都成为国家干部, 那里

的医务员工失去了“自由职业”身。“大跃进”期间,

所有地方戏剧团以至在南京夫子庙说相声的,也全

都成了国家干部……。总之, 在“文革”前, “自由职

业”这一阶层已不存在了, 全都成了国家干部了 。

既然端了国家的碗, 就得听国家的管。否则, 你一

家老小生存都有问题 。所以, “文化大革命”一来,

国家领导人一声令下,干部全都响应并参加了“文

化大革命” 。你能不拥护不响应吗 ?郭沫若在大革

命失败后,可以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毫无顾忌

地大骂蒋介石 。因为他那时是自由职业身,不怕蒋

介石端掉饭碗 。及至新中国成立,他成为国家干部

和领导人,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都得靠国家工资 。

撇开其它原因不谈, 单凭这一条,郭沫若能不支持

“文化大革命”吗? 他在“文革”刚发动时,就宣布他

过去写的一切, 统统都是废纸, 全都可以烧掉。凭

这表态, 他本人在“文革”中未遭批斗, 未遭冲击, 一

家老小的生活水平得以维持原状(但也未能避免他

的儿子被迫害致死) 。郭沫若如此,其它国家干部

更无论矣。所以, 文化系统 6 000 余人全都下干

校, 没有一个敢反抗的 。新时期到来后,一批批国

家从业人员先后转化成为自由职业者,重新出现了

一个新的自由职业者阶层,这是历史大进步 。我以

为,这是保证“文革”今后不会发生 、发动了也不会

有多少人响应的根本的社会前提 。国民性的负面 、

阴暗面之所以在“文革”中恶性发展,与“自由职业”

阶层在十七年间消失这一社会存在有关。

因此,李城外同志发起研究干校文化, 其意义

不只限于弄清楚干校文化的具体内容,而且是一件

有着深远意义的大事。我这篇文章,不过是“抛砖”

之作,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深入研究干校文化!

后记:本文中所引文章, 均见《向阳情结 ———文

化名人与咸宁》 (上 、下)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

(上 、下) , 上下册分别于 1997年 12月和 2001 年 2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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